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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吗

———基于 “一带一路” 数据的门槛效应研究

万　 晶， 周记顺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 利用

中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对 “一带一路” 国家投资数据探讨了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

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 两者之间呈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当 ＯＦＤＩ 强度小于门槛

值时， Ｏ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相反则显著抑制； “一带一路” 政策

使两者之间倒 Ｕ 型关系更显著。 在进一步区分 ＯＦＤＩ 所属地区和投资动机后， 发现

我国东中部地区 ＯＦＤＩ、 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和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

入份额间的倒 Ｕ 型关系更显著。 影响机制检验则表明， ＯＦＤＩ 通过正向就业效应和

负向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就业效应和

技术效应的门槛特征， 发现在就业门槛效应的条件下，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呈

Ｕ 型关系； 在技术门槛效应的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 且

呈现边际递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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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

产总值突破 １００ 万亿元， 稳居世界第二。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 尽管我国劳动者报酬逐年递增， 但其每年增长速度明显低于 ＧＤＰ 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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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者报酬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为 ５８􀆰 ７％， ２０１１ 年下降

到了 ４５􀆰 ５％， ２０１８ 年又上升到了 ５８􀆰 ０４％， 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 型变动趋势。
近年来， 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研究发现， 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出现下滑 （Ｋａｒａｂａｒｂｏｕｎｉｓ 和 Ｎｅｉｍａｎ， ２０１４； Ｉｂａｒｒａ 和 Ｒｏｓ， ２０１９）。 这与 Ｋａｌ⁃
ｄｏｒ （１９６１） 提出的 “卡尔多特征事实” ———劳动收入份额会一直为恒常数相悖。
随后， Ｂｅｎｔｏｌｉｌａ 和 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 （２００３） 利用美国与 １３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研究发

现，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 党的 “十九大” 报告明确

提出： 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也要同步增长， 在提高我国劳

动生产率的同时国内劳动收入份额也要同步提高。 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其

背后的原因对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 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部分学者认为，
我国 ２００４ 年改变劳动收入份额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的政策会高估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的程度 （李扬和殷剑峰， ２００７； 白重恩和钱震杰， ２００９）。 也有学者表明， 我国

劳动收入份额持续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国民消费能力， 带来国内产能过剩和有

效需求不足的潜在风险； 也会增添政府保障负担， 导致财政负担加重的问题； 同时

还会引起我国劳资冲突， 导致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 （ Ｊａｙａｄｅｖ， ２００７； 陈登科

和陈诗一， ２０１８），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随着我国 ２０１２ 年积极推进 “走出去” 战略和 ２０１３ 年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迅猛增长。 ２００３ 年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简称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存量仅为 １３􀆰 ３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９ 年迅速攀升至 １ ７９４􀆰 ７ 亿美元， 较 ２００３ 年增长了 １３３ 倍。 随着我国在沿线国

家投资的增长， 双方国际产能合作得到进一步加深， 引起国内要素发生跨国流动，
国民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产生变化。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７） 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等

经营活动会对国内的资本结构和生产要素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进而促进劳动收入

份额发生变化；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２００３） 也验证了国际资本流动会影响母国劳动收入分

配。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 ２０１８ 年增长到

了 ５８􀆰 ０４％， 这与我国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ＯＦＤＩ 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如图

１ 所示①）。 因此从对外投资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有利于理解开放经济背景下中国收入分配合理化的路径， 也有利于更好地推

进和落实互利双赢的 “一带一路” 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国内外关于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微观层面。 如 Ｈｅａｄ 和 Ｒｉｅｓ （２００２）、 Ｃｕｙｖｅｒｓ 和 Ｓｏｅｎｇ （２０１１） 从微观企业层面分

别研究了日本和比利时跨国企业 ＯＦＤＩ， 发现 ＯＦＤＩ 会提高母公司非生产个人的工

资份额， 同时还发现母公司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对应的员工工资水平提升程

度也会不同； 另外有学者从微观行业和个体层面对 ＯＦＤＩ 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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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得出了 ＯＦＤＩ 会促进高技能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和降低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

的结论 （Ｈｉｊｚｅｎ 等， ２００５； Ｇｅｉｓｈｅｃｋｅｒ 和 Ｇöｒｇ， ２００８）。 少数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如 Ｎｉｌｓ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４） 和 Ｋａｎｇ （２０１４） 分别研究了

瑞典、 韩国 ＯＦＤＩ 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ＯＦＤＩ 会拉大母国收入差

距， 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衡。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发现， 在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与收

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与国家地理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关。 现有中国 ＯＦＤＩ 与
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企业层面， 缺乏对宏观层面的深入

探讨。 比如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４） 发现， 我国企业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趋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 其他学者发现， 企业 ＯＦＤＩ 提高了母公司员工工

资水平， 且缩小了部门内员工工资差距 （阎虹戎和冼国明， ２０１７； 刘海云和石

小霞， ２０１８）。 目前学术界从宏观层面对我国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

研究较少， 仅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母国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等方面 （王玉泽

和罗能生， ２０１９）。 相较于微观层面， ＯＦＤＩ 宏观层面的数据更全面， 投资区域

覆盖广。 因此从宏观层面研究我国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 可以丰富

现有以微观层面为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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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 ＯＦＤＩ存量额趋势图

基于此，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 鉴于当前国内外从宏观层

面研究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关系的研究较少，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我

国各省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数据， 从宏观层面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

究， 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第二， 本文基于 ＯＦＤＩ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

析， 发现 ＯＦＤＩ 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当 ＯＦＤＩ 对母

国就业的影响超过对母国技术的影响时， 劳动收入份额就会提高； 当 ＯＦＤＩ 对母国

就业的影响小于对母国技术的影响时， 劳动收入份额就会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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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 贸易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的大背景下， 有

关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对母国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

的关注。 然而，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劳动收入份额迄今尚无定论。 本文接下

来将从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我国通过在东道国设立境外营销服务中心， 从国内母公司进口商品到东道国进

行销售， 提高国外市场需求潜力， 促进母国企业生产及生产投入要素的增加， 从而

对国内劳动力雇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李磊等， ２０１６）； 此外， 通过跨国并购实

地考察东道国消费者需求偏好， 了解其竞争优势产业， 集中生产要素提高生产力，
同时解决了东道国和母国部分就业问题， 产生了一定的就业效应， 即对外直接投资

可以通过影响国内要素投入和扩大国外需求促进母国就业增加。 从劳动收入份额的

计算公式可知， 劳动收入总额等于人均工资与就业量的乘积， 母国充分就业可以提

高我国劳动收入总额， 进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即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

就业效应为正。 另外， 我国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 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研发独立的新型适宜技术， 利用东道国特殊劳动技能分享， 投资其竞

争优势产业， 在扩大国际投资市场的同时促进母国技术进步 （周记顺和万晶，
２０２０）。 在高收入国家建立子公司， 通过更大的外部市场需求分摊母国研发成本，
使得母国有更多精力投入高新技术研发环节， 直接促进我国产生技术进步效应

（李梅和柳士昌， ２０１２）， 通过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促进我国企业内部员工技能结构优化。 一旦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趋于稳定， 国内收入分配就会向资本要素倾斜，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就会出现

下降的变动趋势， 即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技术效应为负。
由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消化和吸收需要一段时间， 在对外直接投资初

期， 技术效应要明显低于 ＯＦＤＩ 带来的就业效应， 因此， 最初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影响为正； 随着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逐步趋于稳定化， 我国企业员工技能结构的

优化也会相应地趋于稳定， 收入分配又开始向资本要素倾斜， 又会给我国劳动收入

份额带来负向影响。 故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　 我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存在倒 “Ｕ” 型

关系；
假说 ２　 我国在 “一带一路” 国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通过就业效

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 其中就业效应为正， 技术效应为负。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分为市场寻求型、 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 目的

大多为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 弥补母国要素市场资源短缺， 寻求东道国先进高新

技术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 （Ｄｕｎｎｉｎｇ ＪＨ， １９７７）， 不同投资动机类型 ＯＦＤＩ 对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存在较大差异。

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是以维持现有市场或者开拓海外新市场为目标的投资，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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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商贸服务型投资和生产型投资两种类型 （史恩义和张瀚文， ２０１８）。 其中商贸

服务型投资通过在东道国设立境外营销服务中心， 更好地掌握消费市场需求和刺激

境外消费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而生产型投资通过在东道国建立海外子公司替代

国内生产出口， 实地考察东道国消费者需求偏好， 了解其竞争优势产业， 利用东道

国稀缺特有资源集中生产要素从而提高生产力。 无论哪种情况， 母国都可以从东道

国获得更大的外部市场需求分摊母国研发成本， 从而促进国内劳动收入份额的提

高。 关于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这是以寻求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资源， 改善母国相

关行业生产效率为目标的投资。 通过获取海外自然资源解决要素市场资源短缺、 利

用海外廉价劳动力降低要素市场成本来提高国内劳动收入份额 （贾妮莎和雷宏振，
２０１７）， 但从世界劳工组织公布的各国劳动成本和劳动效率数据可知， 虽然我国人

口红利近年来逐渐消失， 但劳动成本仍旧低于大多数 “一带一路” 国家， 因此资

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最终影响并不确定。 关于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主

要是以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先进国家技术经验、 人力资源和研发能

力为目标的投资。 通过投资东道国竞争优势产业、 与东道国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

以及分享其特殊劳动技能等渠道可以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

边际产出以及母国产品竞争力， 在促进产出需求的同时提升了母国就业和劳动收入

份额； 此外， 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的 “学习效应” 能够促进母国高端劳动力需求的提

升， 通过提高劳动薪资吸引高端人才， 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李磊等，
２０１６）。 故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３：

假说 ３　 我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和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会显著促

进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而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的促进作用并不确定。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处理

（一）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选取我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对 “一带一路” 沿线 ３３ 个国家①

（１３ 个高收入国家和 ２０ 个中低收入国家） ＯＦＤＩ 数据， 探讨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

间的关系。 模型设定为：

　 　 ＬＩＳｉｔ ＝ Ｃ ＋ α１ＳＯＦＤＩｉｔ ＋ α２ＳＯＦＤＩｉｔ ２ ＋ ∑
ｎ

ｚ ＝ １
βｚＸｚｉｔ ＋ μｔ ＋ λ ｉ ＋ εｉｔ （１）

　 　 ＬＩＳｉｔ ＝ Ｃ ＋ μ１ＳＯＦＤＩｉｔ ＋ μ２ＳＯＦＤＩｉｔ ２ ＋ ∑
ｎ

ｚ ＝ １
βｚＸｚｉｔ ＋ ∑

２

ｍ ＝ １
γｍＳＯＦＤＩｉｔ × Ｗｉｔ ＋

　 　 　 　 　 　 　 　 μｔ ＋ λ ｉ ＋ εｉｔ 　 　 　 （２）
其中， ＬＩＳｉｔ 表示我国各省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劳动收入份额， ＳＯＦＤＩｉｔ 为我国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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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 个中低收入国家包括： 蒙古国、 泰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马来西亚、 塔吉克斯

坦、 土耳其、 埃及、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保加利亚、 马其顿、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乌克兰、 摩尔多瓦、
印度、 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 １３ 个高收入国家包括：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 爱沙尼

亚、 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 捷克、 新加坡、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和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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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ｎ 为控制变量的个数， Ｘｚｉｔ 代表控制变量组， 包括要

素投入比 （Ｋ ／ Ｌ）、 资本产出比 （Ｋ ／ Ｙ）、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 及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ＳＤ） 等， Ｗ 为影响机制变量， 包括就业占比 （ＬＬｉｔ） 和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ｉｔ） 等 ， μｔ

和 λｉ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模型误差项。 其中， 用模型 （１）
来检验 ＯＦＤＩ 与带动收入份额间的非线性关系， 用模型 （２） 来分析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机制。

（二） 变量处理

１􀆰 核心变量
（１） 劳动收入份额 ＬＩＳ ｉｔ ： 表示所有要素投入生产时所获得的劳动收入占整

个国民收入的比重。 国家统计局对 ２００４ 年及之后每年的个体经济劳动报酬核算

方法进行了更改， 具体修改规定为： ２００４ 年前， “个体劳动者通过生产经营获得

的纯收入， 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 包括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①

２００４ 年后， “对个体经济来说， 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 这两部分

视为营业利润， 而劳动者报酬仅包括个体经济中的雇员报酬。”② 故其测算方法一

直存在着众多争议 （白重恩和钱震杰， ２００９）。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可的方式有两

种： 一是 ２００４ 年前的劳动收入份额用劳动者报酬与 ＧＤＰ 的比值 （ＬＩｉｔ ／ Ｙｉｔ） 表示；

２００４ 年及之后的劳动收入份额计算公式为： ＬＩＳｉｔ ＝
ＬＩｉｔ × Ｙｉｔ

Ｙｉｔ × （Ｌｉｔ － ＬＰ ｉｔ）
， 本文对用这

种计算方式测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数值做基准检验； 二是 ２００４ 年前的劳动收入份

额计算公式为： ＬＩＳｉｔ ＝ ＬＩｉｔ ／ （Ｙｉｔ － Ｔｉｔ） ， ２００４ 年及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方式为：

ＬＩＳｉｔ ＝
ＬＩｉｔ × Ｌｉｔ

（Ｙｉｔ － Ｔｉｔ） × （Ｌｉｔ － ＬＰ ｉｔ）
， 本文对用此方式测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数值做稳

健性检验。 其中 Ｌ 为我国各省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实际劳动者报酬， Ｙｉｔ 和 Ｔｉｔ 分别指

的是我国 ｉ 省份 ｔ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生产税净额。 另外， Ｌｉｔ 和 ＬＰ ｉｔ 则分别表

示我国 ｉ 省份 ｔ 年的总就业人数和我国个体经济总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１９５２—２００４） 》③ 等。
（２）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ＳＯＦＤＩｉｔ ：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或流量的值并不能很

好地反映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的重视程度， 因此本文选择 ＯＦＤＩ 强
度作为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但我国各省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强度的数据不能直接获取， 需要通过计算才可以得到。
ＯＦＤＩ′ｉｔ ＝ （ＯＦＤＩｉｔ ／ ＯＦＤＩｔ）ＲＯＦＤＩｔ （３）

ＲＯＦＤＩｔ ＝ ∑ ｎ

ｊ
（ＯＦＤＩ ｊｔ ／ ＧＤＰ ｊｔ）Ｓ ｊ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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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２００２）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ｊｃ ／
ｔｊｚｄｇｇ ／ ｈｓｙｊｈ１ ／ ｙｊｈｘｓｊｌｈ ／ ｑｔ ／ ２０１０１０ ／ ｔ２０１０１０１３＿ ６９２０８．ｈｔｍｌ。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１９５２—２００４） 》，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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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 （３） 和式 （４） 中， ＯＦＤＩｊｔ 是 ｔ 年我国对沿线 ｊ 国 ＯＦＤＩ 存量； ＧＤＰｊｔ 为 ｔ 年 ｊ
国国内生产总值； Ｓｊｔ 为 ｔ 年 ｊ 国研发资本存量， 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为： Ｓｊｔ ＝ （１ －
σ）Ｓｊ（ ｔ －１） ＋ ＲＤｊｔ ， 其中 σ 是我国研发资本存量折旧率， 取 ７􀆰 １４％， ＲＤｉｔ为 ｊ 国 ｔ 期的

实际研发支出， 基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为： Ｓｄ
ｊ２００２ ＝ ＲＤ ｊ２００２ ／ （ｇ ＋ σ） ， 式中 ｇ 是研发

支出的年均增长率； ＲＯＦＤＩｔ 是 ｔ 年我国对沿线 ３３ 个国家 ＯＦＤＩ 所获得的国外研发资

本存量和； ＯＦＤＩｉｔ 为我国 ｉ 省份 ｔ 年非金融类 ＯＦＤＩ 存量，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ＯＦＤＩｔ 则是通过将我国 ３１ 个省份 ｔ 年对应的 ＯＦＤＩ 存量相加

获得； ＯＦＤＩ′ｉｔ 表示我国 ｉ省份 ｔ年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的存量总额。 对外

直接投资强度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ＳＯＦＤＩｉｔ ＝ ＯＦＤＩ′ｉｔ ／ ＧＤＰ ｉｔ 。
２􀆰 控制变量

（１） 要素投入比 Ｋ ｉｔ ／ Ｌｉｔ ： 用来表示我国各省份资本密集度。 一般认为资本劳

动投入比越大资本收入份额越大， 对应的劳动收入份额越小， 其中劳动 Ｌ 用总就业

人数表示， 而资本存量 Ｋ 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获得。
（２） 资本产出比 Ｋ ｉｔ ／ Ｙｉｔ ： 为资本回报率的倒数， 资本回报率越高劳动收入份

额就越小， 故资本产出比越大， 劳动收入份额就越大。
（３） 国内研发资本强度 ＳＤｉｔ ： 可用我国 ｉ 省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与对应地区 ＧＤＰ 比值表示。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可以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ＳＤｄ
ｉｔ ＝

（１ － σ）Ｓｄ
ｉ（ｔ －１） ＋ ＲＤｉｔ 。 其中 σ 取值 ７􀆰 １４％， ＲＤｉｔ 为我国各省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以 ２００２ 年

为基年的实际研发支出， 基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为： Ｓｄ
ｉ２００２ ＝ ＲＤｉ２００２ ／ （ｇ ＋ σ） ， ｇ 同上。

（４）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 ｉｔ ： 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外贸依存度表示， 即用我国各

省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进出口总贸易额除以各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 数据

均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３􀆰 影响机制变量

（１） 就业占比 ＬＬｉｔ ： 用我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每年各省份总就业人数与该年 ３１ 个

省份总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就业效应 （ＳＯＦ⁃
ＤＩＬＬ）： 用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就业占比的乘积表示，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

年鉴》。
（２）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ｉｔ ：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有： ＴＦＰ ｉｔ ＝ Ｙｉｔ ／ （Ｋα

ｉｔ ×
Ｌβ
ｉｔ） 。 假设该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 资本存量 Ｋ 和劳动力 Ｌ 对

应的产出弹性 α 和 β 满足 α＋β ＝ １。 考虑到时间效应和政策影响， 引入时间趋势项

和虚拟变量， 模型设定为： ｌｎ（Ｙｉｔ ／ Ｌｉｔ） ＝ ｌｎＴＦＰ ＋ αｌｎ（Ｋ ｉｔ ／ Ｌｉｔ） ＋ ｃＴ ＋ ｄＤ ｊ ＋ υｉｔ 。 其

中， Ｄ ｊ 表示我国 ２０１２ 年 《 “十二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虚拟变量，
产出 Ｙ 为以 ２００２ 年为基年的实际 ＧＤＰ， 劳动力 Ｌ 用就业总人数表示； 资本存量 Ｋ
用永续盘存法测算， 最终可得 α＝ ０􀆰 ４２ （ ｔ＝ ２１􀆰 １１， ｐ＜０􀆰 ０１）， 代入 ＴＦＰ ｉｔ ＝ Ｙｉｔ ／ （Ｋα

ｉｔ

× Ｌβ
ｉｔ） 中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效应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 则用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

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表示。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国际投资



－ ９４　　　 －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ＩＳｉｔ （基准） 劳动收入份额基准值 ４６５ ０􀆰 ５１３ ８ ０􀆰 ０７８ ７ ０􀆰 ３２１ ７ ０􀆰 ７５７ ６
ＬＩＳｉｔ （稳健） 劳动收入份额稳健值 ４６５ ０􀆰 ６０２ ９ ０􀆰 ０８８ ６ ０􀆰 ３８７ ６ ０􀆰 ８３０ ７

ＳＯＦＤＩｉｔ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４６５ ０􀆰 ０２３ ６ ０􀆰 ０４２ 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３６１ ７
ＫＬｉｔ 要素比对数值 ４６５ ２􀆰 ３９７ ５ ０􀆰 ８１５ ７ ０􀆰 ２９７ ８ ４􀆰 ５５９ １
ＫＹｉｔ 资本产出比对数值 ４６５ １􀆰 １３２ ４ ０􀆰 ３４３ ５ ０􀆰 ３８２ ０ ２􀆰 ３２６ ０
ＳＤｉｔ 国内研发资本强度 ４６５ ０􀆰 ０２６ ７ ０􀆰 ０２９ ８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２３５ １
ＯＰｉｔ 对外开放程度 ４６５ ０􀆰 ３０３ ４ ０􀆰 ３５５ ８ ０􀆰 ０１１ ６ １􀆰 ７１１ ４
ＬＬｉｔ 就业占比 ４６５ ０􀆰 ０３５ 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１２７ ７
ＴＦＰｉｔ 全要素生产率 ４６５ ３􀆰 ９０４ ８ ０􀆰 ２７５ ５ ３􀆰 ２３８ ３ ４􀆰 ６６２ ７

（三） 数据说明

由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的数据从 ２００３ 年才开始记录， 目前更新到

了 ２０１９ 年， 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数据缺失较为严重， 故本文

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研究样本涉及到我国 ３１ 个省份①。 此外本文

选取了 ３３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从 “一带一路” 官网上记录的 ６４ 个沿线国家

中去掉了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 且采用插值法处理个别缺失数据）。

三、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我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３１ 个省份对应的面板数据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和

Ｆ 检验来设定最终模型， 然后采用改变核心变量测算方法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中第 （２） 列的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与我国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结论具有稳健性。 根据 《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我国 ２０１７ 年 ＯＦＤＩ 并购项目有 １ ／ ６ 是针对 “一带一路” 国

家进行的， 并购项目总额中 “一带一路” 项目占到了 １３􀆰 ６％， ＯＦＤＩ 的方式主要为跨

国并购， 解决了东道国和我国的部分就业问题， 产生了一定的就业效应， 劳动收入份

额呈现上升趋势。 同时由于我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而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类似， 因此我国虽然不能更好地吸收发达

国家先进技术， 但是可以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共同研发独立的新型适宜技术来促进我国技术进步， 使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和创新能力得以提高， 国内企业内部员工技能结构得以优化， 劳动收入份额则会出现

下降的变动趋势。 但由于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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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是政策上的划分， 东部指的是最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

份， 中部指的是经济次发达地区， 西部指的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东部地区： 北京、 河北、 上海、 广东、 天津、
江苏、 福建、 浙江、 山东、 海南和辽宁； 中部地区： 黑龙江、 山西、 江西、 吉林、 安徽、 湖北、 河南和湖南；
西部地区： 陕西、 内蒙古、 重庆、 广西、 云南、 四川、 宁夏、 贵州、 甘肃、 青海、 西藏和新疆。



－ ９５　　　 －

表 ２　 全国层面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ＩＳ 的第一种测算方法 ＬＩＳ 的第二种测算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ＦＤＩｉｔ

ＳＯＦＤＩｉｔ ２

ＫＬｉｔ

ＫＹｉｔ

ＳＤｉｔ

ＯＰｉｔ

Ｒ２

Ｆ 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０􀆰 １６０∗∗ 　 ０􀆰 ６７７∗ 　 １􀆰 １７８∗ 　 ０􀆰 １３７∗∗ 　 ０􀆰 ７４６∗ １􀆰 ５４６∗

（０􀆰 ０６３） （０􀆰 １５６） （０􀆰 １７９） （０􀆰 ０８３）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５）
－１􀆰 ８３２∗ －３􀆰 １９１∗ －２􀆰 １００∗ －４􀆰 ２２０∗

— （０􀆰 ５０７） （０􀆰 ５５１） — （０􀆰 ６２５） （０􀆰 ６４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８）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９∗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４∗∗ ０􀆰 １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７ ０􀆰 １１４∗ ０􀆰 ４００∗ ０􀆰 ３２４ ０􀆰 ３８６ ０􀆰 ３９２∗

（０􀆰 １７６） （０􀆰 １７５） （０􀆰 ０９０） （０􀆰 ２６１） （０􀆰 ２５９） （０􀆰 ０９７）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５１∗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０􀆰 ５８１ ０􀆰 ６９２ ０􀆰 ５２３ ０􀆰 ５６７ ０􀆰 ６７９ ０􀆰 ５３５

— — ６８􀆰 ５９０∗ １１２􀆰 ５９０∗ ９７􀆰 ９７０∗ ７６􀆰 ５１０∗

５２􀆰 ７９０ ９􀆰 ８００ ３７􀆰 ５７０ １５􀆰 ４７０
［０􀆰 ５２２］ ［０􀆰 １３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７］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小括号内为 ｔ 值， 中括号内为 Ｐ 值。 下表同。

应被吸收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 在对外直接投资初期，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

正， 随着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逐步趋于稳定化，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又为负。 故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为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符合研

究假说 １。
再看表 ２ 中的控制变量， 可以观察到 Ｋ ／ Ｌ 会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比较显

著的负向影响。 这是由于要素投入比衡量的是我国各省份资本密集度， Ｋ ／ Ｌ 越大，
说明该省份对应的资本密集度越高， 而劳动收入份额就会越低。 资本产出比 Ｋ ／ Ｙ
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由于资本产出比的倒数 Ｙ ／ Ｋ 代

表的是资本回报率， 资本回报率越高说明对应的资本收入份额越高， 而与之对应的

劳动收入份额则相对较低， 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回报率成反比， 与资本产出比

成正比， 结论具有稳健性。 除此之外， 从表 ２ 中还可以发现， 国内研发资本强度

ＳＤ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我国在拥有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时就会

增加对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 而每年高新技术人才的数量有限， 这就导致人才供不

应求， 工资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同时公司员工也会开始增强提高自身工作技

能的意识， 间接促进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另外由于一国在贸易开放时会出

口大量国内的比较优势产品， 进口国外的比较优势产品，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

的劳动密集型国家居多， 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对外贸易会促使我国出口更多的资本

密集型产品到沿线国家， 而同时从沿线国家进口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因此贸易

开放会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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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质性检验

１􀆰 政策效应检验

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ｔ， 检验 “一带一路” 政策实施前后

我国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差异性。 将 ２０１３ 年及之后定义为 “１”， ２０１３ 年前

定义为 “０”。 根据表 ３ 中检验结果可知， 我国 ２０１３ 年实施的 “一带一路” 政策使得

我国对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倒 Ｕ 型非线性效应更明显， 结论具有较强的

稳健性。 考虑到内生性和异方差的影响， 继续使用 ２ＳＬＳ 和 ＧＭＭ 方法做了进一步研

究， 结论证实了 “一带一路” 政策的促进效应。 为了使得该异质性检验结论更具有

说服力， 本文继续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全样本分成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两

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我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对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均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 Ｕ 型非线性影响， 且 “一带一

路” 倡议的提出使得两者间的关系更加显著①。 可能的解释为： 自 “一带一路” 倡议

表 ３　 “一带一路” 政策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ＬＩＳ 的第一种测算方法 ＬＩＳ 的第二种测算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Ｏ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ＧＭＭ Ｏ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ＧＭＭ

ＳＯＦＤＩｉｔ

ＳＯＦＤＩｉｔ ２

ＳＯＦＤＩｉｔ×ｙｅａｒｔ

（ＳＯＦＤＩｉｔ×ｙｅａｒｔ） ２

ｙｅａｒｔ

＿ｃｏｎｓ

控制变量

Ｒ２

Ｆ 检验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Ｎ

　 １􀆰 ７１４∗ 　 １􀆰 ０３２∗∗ 　 ２􀆰 ５２４∗∗ 　 ２􀆰 ５２４∗∗ 　 ２􀆰 ７２３∗ 　 １􀆰 ５３７∗ 　 ３􀆰 ６２３∗∗ 　 ３􀆰 ６２３∗∗

（０􀆰 ４９１） （０􀆰 ４４８） （１􀆰 ２６９） （１􀆰 ２６９） （０􀆰 ５４６） （０􀆰 ５４３） （１􀆰 ４１１） （１􀆰 ４１１）
－７􀆰 ７０３∗∗∗ －６􀆰 １３６ －１６􀆰 ６７０ －１６􀆰 ６７０ －１２􀆰 １６６∗ －７􀆰 ２６６ －２２􀆰 １２９∗∗∗－２２􀆰 １２９∗∗∗

（３􀆰 ９９０） （４􀆰 ３０９） （１０􀆰 ７４２） （１０􀆰 ７４２） （４􀆰 ４０６） （５􀆰 ２２０） （１２􀆰 ０３５） （１２􀆰 ０３５）
－０􀆰 ９９６∗∗∗ －０􀆰 ５６２∗∗ －１􀆰 ０８９∗∗∗ －１􀆰 ０８９∗∗ －１􀆰 ９２９∗ －１􀆰 ０６７∗∗ －２􀆰 ０３３∗∗∗ －２􀆰 ０３３∗∗∗

（０􀆰 ５３８） （０􀆰 ４３０） （１􀆰 ３７３） （１􀆰 ３７３） （０􀆰 ５８７） （０􀆰 ５２０） （１􀆰 ５３１） （１􀆰 ５３１）
５􀆰 ７９５∗∗ ４􀆰 ８０３∗ １３􀆰 ９８４∗∗∗ １３􀆰 ９８４ １０􀆰 １４４∗∗ ５􀆰 ９４３∗ １９􀆰 ２４２∗∗∗ １９􀆰 ２４２

（４􀆰 ０６０） （４􀆰 ２７６） （１０􀆰 ８８６） （１０􀆰 ８８６） （４􀆰 ４６９） （５􀆰 １８０） （１２􀆰 ２０１） （１２􀆰 ２０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４５７∗ ０􀆰 ４１７∗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５４２∗ ０􀆰 ４９９∗ ０􀆰 １２７ ０􀆰 １２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 ８５􀆰 ９７０∗ ８５􀆰 ９７０∗ — — ８６􀆰 ７７０∗ ８６􀆰 ７７０∗

５５􀆰 ０６０∗ ７２􀆰 ３００∗ — — ７０􀆰 ８８０∗ ６９􀆰 １９０∗ —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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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查询” 栏目查询、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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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后， 我国更加重视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在某些传统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促使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迅猛增长。
我国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对沿线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 加强了

就业效应； 同时我国又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共同研发独立的新型适宜技术来促进我国技术进步， 加强了技术效应， 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深了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２􀆰 地区差异性检验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导致的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影

响的差异性， 将我国分成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分别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实证

结果表明①： 不管是我国东部还是中部地区， 其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对
该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显著为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具有稳健性； 而我

国西部地区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

的解释为： 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较西部地区迅速， 城市化水平较高， 政府

对科研创新行业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偏多， 有能力参与

ＯＦＤＩ 的企业相对于西部地区更多， 进而导致我国东中部地区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 ＯＦＤＩ 反馈回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 企业内部员工技能提高的速度比西

部地区更快，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会更加显著。 而我国西部地区不管是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还是科研技术投入等方面都不如东中部地区， 地区

发展相对落后。 同时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缺乏有能力的优质企业，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

动较少， 企业内部员工工作技能提高的速度比不上东中部地区， 从而导致我国西部地

区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３􀆰 投资动机差异性检验

由于 “一带一路” 沿线不同类型国家的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

程度和技术比较优势均存在着较大差异， 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动机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根据国际常用的沿线国家资源禀赋相关指标及数据的可得性将 ＯＦＤＩ 动机

分成市场寻求型、 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三类进行异质性分析， 检验结果表

明②： 我国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与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均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

份额的增加， 而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较弱。 此外， 不管是

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还是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均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其中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倒 Ｕ 型关系最为显著， 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倒

Ｕ 型关系最弱。 不仅如此， 考虑到内生性和异方差， 分别采用 ２ＳＬＳ 和 ＧＭＭ 方法

做了进一步的验证， 证实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三） 影响机制检验

由理论模型推导可知，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受到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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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所限， 相关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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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作用。 从表 ４ 中观察到 ＯＦＤＩ 强度与就业交互项的系数始终为正， 而 ＯＦＤＩ
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始终为负， 可以得知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 ＯＦＤＩ 可以通过直接影响母国就业以及技术水平来影响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且就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 母国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 结

论具有稳健性， 且符合研究假说 ２。 可能的解释为：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不同

类型国家的 ＯＦＤＩ 动机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原因是通过 ＯＦＤＩ 促进国内要素发生转

移， 在提高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促进国内要素收入分配发生变化。 就投资方式而

言， 一种是绿地投资， 另外一种为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是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最直

接和最高效的途径， 我国通过在沿线国家新建工厂， 解决了东道国和我国的部分就

业问题， 存在一定的就业效应。

表 ４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检验

项目

ＬＩＳ 的第一种测算方法 ＬＩＳ 的第二种测算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Ｅ ＲＥ ＯＬＳ ＦＥ ＲＥ ＯＬＳ

ＳＯＦＤＩｉｔＬＬｉｔ

ＳＯＦＤＩｉｔＴＦＰｉｔ

＿ｃｏｎｓ

控制变量

Ｒ２

Ｆ 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３􀆰 ７６３∗∗ ２􀆰 ８０６∗ ５􀆰 ８８６∗ １􀆰 ９４９∗∗ １􀆰 ９９５∗∗∗ ５􀆰 ３６２∗

（１􀆰 ６７８） （１􀆰 ６９６） （１􀆰 ７２８） （２􀆰 ０９２） （２􀆰 ０６１） （１􀆰 ９９３）
－０􀆰 ３７７∗∗ －０􀆰 １０２∗∗∗ －０􀆰 ２１５∗∗ －０􀆰 ４２３∗ －０􀆰 ２４８∗∗ －０􀆰 ０２０
（０􀆰 １８９） （０􀆰 ２５２） （０􀆰 ２７４） （０􀆰 ２３７） （０􀆰 ３０４） （０􀆰 ３１５）
０􀆰 ４０３∗ ０􀆰 ３９８∗ ０􀆰 ４３８∗ ０􀆰 ４７４∗ ０􀆰 ４７３∗ ０􀆰 ５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５８７ ０􀆰 ６９４ ０􀆰 ５２３ ０􀆰 ５７１ ０􀆰 ５７９ ０􀆰 ６５３

— — ６９􀆰 ０８０∗ ８１􀆰 ３００∗ ９７􀆰 ９７０∗ ７７􀆰 ６１０∗

６􀆰 ６９０ ７􀆰 ０４０ １６􀆰 ８７０ １０􀆰 ８６０
［０􀆰 ４６２］ ［０􀆰 ５３２］ — ［０􀆰 ０１８］ ［０􀆰 １４５］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与高新技术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 通过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 利用高收入沿线国家先进技术水平优势降低我国独立研发

风险， 利用各国优势共同研发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新型适宜技术， 在扩大我国国际

投资市场的同时， 也能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进步。 进行这类 ＯＦＤＩ
的主要是我国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 ＯＦＤＩ 带来的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和公司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首先通过东道国的子公司反馈回母公司， 通过人员

流动和企业内部交流被完全吸收并传播， 再通过行业间交流向同行业或其他行业流

动， 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对应的资本收益增长幅度

更快， 此时企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内部产出增长率高于劳动力工资

增长率，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就会导致该企业劳动力收入份额出现下降， 即技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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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比重存在负面影响。 当这种影响拓展到整个行业、 整个国家

层面， 即国内产出增长率高于国内劳动力工资增长率时， 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幅度更大。 即技术效应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负面影响。

（四） 门槛效应回归

１􀆰 门槛效应检验

由于我国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是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共同

作用， 且在不同阈值内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本文接下来以 ＯＦＤＩ 的技术效应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 和就业效应（ＳＯＦＤＩＬＬ） 两个方面作为门槛变量， 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
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做进一步分析， 并对门槛值进行测算。 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ＬＩＳｉｔ ＝ Ｃ ＋ λ１ＳＯＦＤＩｉｔ × Ｉ（ｑｉｔ ≤ γ１） ＋ λ２ＳＯＦＤＩｉｔ × Ｉ（ｑｉｔ ＞ γ１）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ｉ和 ｔ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ｑｉｔ 为门槛变量， 分别用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

表示； γ 为未知的门槛值； 当 ｑｉｔ ≤ γ１ 时， ＳＯＦＤＩｉｔ 的系数为 λ１， ｑｉｔ ＞ γ１ 时， ＳＯＦＤＩｉｔ
的系数为 λ２； 控制变量的选取同上。 从表 ５ 的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的门槛个数检

验结果可知， 技术效应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 和就业效应（ＳＯＦＤＩＬＬ） 只有单一门槛显著，
因此本文对这两个变量统一采用单一门槛回归模型。 表 ６ 为门槛估计值以及 ９５％的

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 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的门槛值分别为 ０􀆰 ０００ １ 和０􀆰 ００１ ４， 且

均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无偏且有效。

表 ５　 门槛存在性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Ｆ 值 Ｐ 值
临界值

１０％ ５％ １％

ＳＯＦＤＩＬＬ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

单一门槛 １５􀆰 ２４０ ０∗∗∗ ０􀆰 ０８６ ７ ３００ ２２􀆰 ２６３ ５ １７􀆰 ５６８ ５ １４􀆰 ６４８ ６

双重门槛 ８􀆰 ９５０ ０ ０􀆰 ３１３ ３ ３００ ２４􀆰 １３２ ６ １６􀆰 ０３５ ８ ８􀆰 ９５０ ０

单一门槛 ３１􀆰 ４９０ ０∗∗∗ ０􀆰 ０５６ ７ ３００ ４５􀆰 ５００ １ ３６􀆰 ４１１ ８ ２９􀆰 ２８０ ９

双重门槛 １５􀆰 ０４０ ０ ０􀆰 ３２０ ０ ３００ ４３􀆰 ５４５ ９ ３４􀆰 ０１０ １ ２５􀆰 ９１２ ５

表 ６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槛变量 门槛数 估计值 置信区间

ＳＯＦＤＩＬＬ 单一门槛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２］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 单一门槛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１ ４］

２􀆰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以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为门槛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分析如下。
（１） 就业效应。 根据门槛值可将就业效应水平分成高就业效应水平 （ＳＯＦＤＩＬＬ

＞０􀆰 ０００ １） 和低就业效应水平 （ ＳＯＦＤＩＬＬ≤０􀆰 ０００ １）。 当就业效应水平较低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说明在第一门槛区间

内， ＯＦＤＩ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当就业效应水平较高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说明在第二门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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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 ＯＦＤＩ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 在就业效应门

槛约束下，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现出 Ｕ 型非线性关系， 只有就业效应水平

达到一定的门槛值， ＯＦＤＩ 才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 可能的解释

为： 良好的就业效应水平会促使我国原本过剩的劳动力达到充分就业， 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 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但 ＯＦＤＩ 的前期就业效

应并不显著， 当企业 “走出去” 获取市场、 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意愿逐渐增强时，
ＯＦＤＩ 的就业效应就会随之增强， 扭转了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利影响。

表 ７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ＳＯＦＤＩＬＬ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

门槛值

ＫＬｉｔ

ＫＹｉｔ

ＳＤｉｔ

ＯＰｉｔ

ＳＯＦＤＩｉｔ × Ｉ（ｑｉｔ ≤ γ１）

ＳＯＦＤＩｉｔ × Ｉ（ｑｉｔ ＞ γ１）

常数项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４∗

（２􀆰 ７５） （３􀆰 ２１）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８∗∗

（２􀆰 ３７） （２􀆰 １７）
０􀆰 ４８３∗∗∗ ０􀆰 ２２５

（１􀆰 ８５） （０􀆰 ８７）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２∗

（－５􀆰 ５６） （－５􀆰 １５）
－４􀆰 ９９０∗ ２７􀆰 ０７７∗

（－３􀆰 ７０） （３􀆰 ３５）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８∗∗∗

（１􀆰 ２０） （１􀆰 ２１）
０􀆰 ４６２∗ ０􀆰 ４５０∗

（２７􀆰 ０５） （２５􀆰 ７８）

（２） 技术效应。 根据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可将技术效应水平分成高技术

效应水平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０􀆰 ００１ ４） 和低技术效应水平 （ＳＯＦＤＩＴＦＰ≤０􀆰 ００１ ４）。 当技

术效应水平较低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说明在第一门槛区间内， ＯＦＤＩ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当

技术效应水平较高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 说明在第二门槛区间内， ＯＦＤＩ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 在技术效应门槛约束下，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显著的促进关系，
当技术效应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变小。 可

能的解释为： 技术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进行

直接投资以弥补母国技术创新， 通过母公司人员流动和企业内部交流提高技术吸收

能力， 从而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在这个吸收传递的过程中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

率不断提高， 对应的资本收益增长幅度更快， 此时企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

致企业内部产出增长率高于劳动力工资增长率，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就会导致该企业

劳动力收入份额出现下降， 即技术效应越高， 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比重就会增长得

越慢。
在前文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ＳＯＦＤＩ） 为门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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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我国对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门槛值。 由表 ８ 的估计结果可知， 对外直接投资

强度等于 ０􀆰 ０５１ ３７６ 为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 即当对

外直接投资强度小于门槛值 （０􀆰 ０５１ ３７６） 时， 我国对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显著地促进

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相反， 当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大于门槛值 （０􀆰 ０５１ ３７６） 时，
我国对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则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实证检验

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表 ８　 面板门槛值的估计结果

项目 上升期 下降期

门槛值

ＳＯＦＤＩｉｔ

ＫＬｉｔ

ＫＹｉｔ

ＳＤｉｔ

ＯＰｉｔ

常数项

０􀆰 ０５１ ３７６

２􀆰 １６７∗ －０􀆰 １１０∗∗

（６􀆰 ７１） （０􀆰 ８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２∗

（－３􀆰 ０２） （－３􀆰 ２５）
０􀆰 １２３∗ ０􀆰 １１４∗∗

（７􀆰 １１） （２􀆰 ３０）
－０􀆰 ３９８∗ ０􀆰 ０３６

（－３􀆰 ３４） （０􀆰 １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０

（－５􀆰 ２３） （－０􀆰 ２６）
０􀆰 ５２０∗ ０􀆰 ７３１∗

（３９􀆰 ８１） （９􀆰 ５９）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 （１）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

呈现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影响机制为正的就业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 （２） 两者之

间关系存在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的门槛特征， 在就业门槛条件下， ＯＦＤＩ 与劳动收

入份额间呈现 Ｕ 型关系， 只有就业效应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 ＯＦＤＩ 才能显著

地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 在技术门槛效应条件下，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呈现出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减的规律。 （３）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使双方间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显著。 （４） 考虑到地区差异， 我国东中部地区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５）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市场寻

求型 ＯＦＤＩ 与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显著地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而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则较弱。
本文结合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了以下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１） 加大对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力度，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鼓励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扩大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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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 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 鼓励企业

在当地设立研发、 设计及高新技术创新基地， 高效吸收国内人才集聚效应和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加速相关产业率先转型升级， 从而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平均素质

和劳动生产效率， 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２） 培育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创

新能力的提高会有利于企业的差异化发展， 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更好地吸收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其员工工作技能会得到提高， 企业间的工资竞争效应也会开始

凸显， 从而促进当地劳动力工资的上涨， 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围绕政府、 协会、 高校和企业， 探索多层次、 多主体和多模式创新体系， 为企业创

新能力提升准备社会基础与条件。 （３） 由于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不同投

资动机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差异， 相同投资动机 ＯＦＤＩ 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影响又存在投资区位差异性， 因此政府在制定和落实投资策略时不能 “一刀

切”， 应该根据投资动机、 投资区位实施差异化投资管控机制。 对资源寻求型

ＯＦＤＩ， 应加大投资力度， 向能源、 基建、 互联网、 金融等领域扩大再投资， 形成

持续性的投资带动出口， 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 ＯＦＤＩ，
可利用大多数 “一带一路” 国家非生产性投资成本更低、 周期更短等特点增加非

生产性投资力度， 降低 “走出去” 的成本和风险； 对沿线国家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应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将学习、 吸收和再创新相结合， 增强我国自主创

新水平， 提高国际竞争力。 （４） “一带一路” 沿线不同类型国家市场发展成熟度和

规范度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了投资阻碍与投资风险的差异性， 使得我国 ＯＦＤＩ 存在

明显的区域集中性。 这种集中性投资会造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不利于我国 ＯＦＤＩ
的合理布局。 因此， 我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尤为重要， 政府应当通过建立高效便

利的海外投融资体系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 同时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给予适

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及法律支撑， 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从而带动我国国内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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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ＮＩＬＳＳＯＮ Ｈ Ｋ， ＨＥＹＭＡＮ Ｆ， ＳＪÖＨＯＬＭ 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Ｊｏｂ Ｔａｓｋｓ［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６６）： ２４８－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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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

Ｄｏｅｓ ＯＦＤＩ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ＷＡＮ Ｊ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ｉｓｈ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７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ＦＤＩ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ｉｓ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Ｗｈｅｎ ＯＦＤ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ＤＩ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ＯＦＤＩ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ｆｔ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ＯＦＤＩ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ＦＤＩ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ｉ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
ＤＩ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ＤＩ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ＯＦＤＩ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ｔ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ｓｈｏｗｓ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ＦＤＩ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
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ｅｒ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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